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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ＴＯ协定》国内解释主体
———兼论条约解释中的翻译问题

冯寿波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４）

摘　要：国际法体系的日益丰富使得条约解释问题日趋复杂。在国际争端裁决机构和国内法

院的适用条约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条约用语含义、条约间关系的解释问题以及条约解释主体、解

释的效力等问题。中国尚缺乏明确的条约国内法解释的程序保障。在ＷＴＯ中与国内立法有关的

事项被认为是事实问题，由于存在着与翻译有关的某些不确定性，对事实的确定会受到限制。对于

中国《缔结条约程序法》中的条约解释条款应予以修订，以明确条约在中国国内的解释主体、解释

程序以及条约翻译等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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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社会的“水平型”特征决定了作为国际法
主要渊源的条约的制定、修订、解释、适用、效力、位

阶等方面都与国内法的相关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一

国缔结条约不仅会涉及诸如缔约能力、缔约权、全权

证书、谈判、签署、批准、登记与保存、公布，还会涉及

条约的国内、国外解释问题。由于诸多主客观原因，

“国际法的规则鲜少能够获得精确表达”［１］。国际

法在国际争端裁决机构和国内法院的适用中，不可

避免地涉及对条约用语含义、条约间关系的解释以

及条约解释主体、解释的效力等问题。以国际法院、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等主要国际争端裁决机构而言，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下简称ＶＣＬＴ）第３１、３２条
的习惯国际法地位赋予了上述机构适用相关解释规

则的义务，上述规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际法体

系化与碎片化之间的矛盾，兼顾了条约解释的“同

时性原则”和“演进解释”原则。国际法体系的日益

丰富使得条约解释问题日趋复杂。“对条约解释规

则的恰当适用需要正确的程序和对达致正确解释的

最佳保障。”［２］对于条约在中国的解释程序，国内法

尚欠缺明确的制度保障。

国内涉及条约解释的机构主要是立法、司法和

行政机构。对于条约，由最高立法机关、最高司法机

构所作出的解释有不同法律意义。目前，国内法对

条约在中国解释的主体、方法（即按照解释国内法

的方法还是根据ＶＣＬＴ第３１、３２条）、解释效力规定
的缺失，直接涉及条约在中国的效力问题，并制约着

条约能否有效实施以及条约与国内法的协调程度。

《缔结条约程序法》仅在第１３条规定了不同文
字文本在涉及条约解释中的作准问题，这涉及

ＶＣＬＴ第３３条相关规定，但并无任何条款规定，体
现ＶＣＬＴ第３１条（解释之通则）、第３２条（解释之补
充资料），对条约在中国国内法中的地位、条约国内

解释主体、条约解释效力等规定皆付之阙如。“垂

直型”国家的主权性与“水平型”国际社会国家间主

权平等性决定了条约解释主体、方法、效力、程序等

方面与国内立法解释相关方面间存在显著差异。从



法理看，法律的制定者有权解释该法律，但国内法的

国内解释之影响并非完全局限于国内，尤其是对于

条约的国内解释问题的研究，仍然存在诸多难题。

比如，条约的国内解释之国际法意义如何？条约的

国内解释在国内法、国际法上的效力如何？深入研

究条约的解释主体、背景、过程等问题，以及条约国

内解释间冲突的解决、条约国内解释的模糊，对完善

《缔结条约程序法》关于条约解释的规定，明确条约

的国内法位阶、条约解释主体、解释方法、解释效力，

通过条约国内解释来善意履行中国条约义务以维护

中国的国际信誉，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仅从立

法者和司法者的局限性、法律本身的局限性角度说

明法律解释的意义或价值尚不充分，“特别是还需

要从法律解释在法制整体中的位置的角度来观察问

题，才能完整地认知并进而完整地实现法律解释的

意义和价值。”［３］可以认为，对《ＷＴＯ协定》的国内

解释主体问题的研究，既涉及中国相关国内法的完

善，又存在国际法意义。

一、《ＷＴＯ协定》中国国内解释
主体不明的国内法原因

　　“对《ＷＴＯ协定》的直接、间接理解都会受一国

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制度以及该国文化、历史和意

识形态背景的影响。”［４］实施《ＷＴＯ协定》的国内立

法是在国内层面解释 ＷＴＯ协定的关键因素之一，

尤其是起草该立法的方式和在该立法起草过程中解

释ＷＴＯ协定的方式［４］。因此，国内法中包括条约解

释主体在内的相关规定会对条约的国内解释产生重

大影响。然而，国内法对条约解释主体的规定仍存

诸多缺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对于条约的国内解释问题，《缔结条约程序法》

存在一些局限，相关原因主要包括《宪法》规定的缺

失、《缔结条约程序法》本身存在的关于缔约权限及

制约机制方面规定的不足以及条约的国内解释与其

他国内法解释在主体、效力和方法等方面存在明显

差异等。“解释 ＷＴＯ协定在国内法律制度中实施

的立法和相关的国内贸易立法的规定是国内层面上

解释ＷＴＯ协定的关键因素之一，特别是对翻译的

授权和部门、解释的方法以及与 ＷＴＯ协定有关的

ＷＴＯ法理被接受到国内体系的方式和影响解释的

方式。”［４］此外，管理和实施《ＷＴＯ协定》的政府部

门的相关措施和行为也属上述关键因素。

对于条约在中国国内法的地位问题，中国《宪

法》和宪法性文件尚未予以明确说明，从而令条约

在中国的适用方式和解释主体缺乏根本法规范基

础。同时，鉴于全球化背景，中国处理涉外纠纷必定

会涉及条约义务的履行、适用和解释的实践需要问

题，由此中国一些部门法和司法实践活动在一定程

度上试图减少根本法规定缺失所带来的困惑。一种

方式是在民事、行政法律中规定可以直接适用条约，

例如，《民法通则》第１４２．２条。

根据国际条约法理论，国际组织、国际法院和法

庭以及国内法制中的条约解释者通常被涵盖在条约

解释主体范围之内，这与国家为条约缔约方情形有

所不同。在国家作为条约缔约方时，条约解释者事

实上是指“政府、政府法律顾问和官员、国家立法机

关、律师和非政府机构。”［５］法律解释制度是同立法

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监督制度等制度并行的

一种法定制度，是国家法制整体中一种专门制度。

法律解释在国家法制中不仅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分

支，而且还是一个具有辐射性和跨越性的重要方面，

是关乎法制全局的一种制度。只有那些法定的正式

解释或有效解释，才是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３］。

由于中国《宪法》对条约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

位阶问题未予规定，由此导致学界对该问题存在不

同解答。相关问题是，“国际法位阶比照论”是否存

在合理性？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条约制定／批准／核

准部门是否与相关缔约权限成一一对应关系？不同

位阶法律制定者之间在法规的制定和解释方面是否

存在联系？最高司法机关在条约的国内解释方面的

实践情况怎样？实施 ＷＴＯ诸协定的国内立法是在

国内层面上解释 ＷＴＯ诸协定的关键因素之一，尤

其是起草该立法的方式和在该起草过程中解释

ＷＴＯ诸协定的方式［４］。所谓“国内法位阶比照论”

是指有些学者把中国立法中规定的中国国内法的位

阶拿来比照国际条约在中国的效力地位的推论。他

们把国内法的制定机关和条约的批准机关相比照，

把立法权限和缔约权限、缔约名义相比照，推断出条

约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顺序为：（１）宪法；

（２）全国人大决定批准的条约、法律；（３）国务院核

准的条约、行政法规；（４）无须决定批准或者核准的

条约、部门规章［６］。赵建文认为该观点不成立，并给

出了下列主要理由：（１）“国内法位阶比照论”不符

合国际法的基本理论；（２）无论哪个国家机关行使

缔约权，都是代表国家缔结条约；（３）无论国家以什

么名义缔结条约，都是代表国家缔结条约；（４）无论

国家以什么名义缔结条约，缔约权都是统一行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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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无论国家以什么名义缔结条约，缔约代表的权

限都是国家统一授予的［６］。笔者认为，《缔结条约

程序法》规定的有权对外缔结条约的机构所缔结／

批准／核准的条约，根据 ＶＣＬＴ的相关规定，确实对

中国都有拘束力，是代表国家缔结的条约。根据

ＶＣＬＴ第２．１条甲项规定，条约可以采取其他特定

名称，但ＶＣＬＴ并未明确不同的条约名称在法律意

义上是否存在差异。从条约法律效力角度而言，这

些诸多不同的条约名称并不影响其对缔约方的拘束

力。“条约的效力不取决于它的名称。因此，国际

条约不论采取什么名称，都具有国际法上的法律效

力。”［７］从条约的其他缔约方角度看，不同国家的国

内法在缔约程序、条约与国内法关系、条约在国内的

实施方式、缔约权限的配置及制约等方面常存在不

同规定，但其他缔约方关心的是所订条约能否被善

意遵守，只要符合ＶＣＬＴ的规定，并不在意其他国家

国内法对享有缔约权的机构作如何规定。可以说，

不论中国《缔结条约程序法》规定由哪一个机构或

个人来行使缔约权，从其他缔约方的角度来看，这并

没有什么不同，中国在该条约下的权利、义务／责任

并不受到影响，因为中国的缔约权是统一行使的。

二、国内解释主体

　　不同名称的条约在条约法中并不存在任何不

同。从国内法层面看，不同国家的国内法对条约的

国内解释问题的规定往往存在不同的国内法效果或

意义，该问题包括缔约程序、缔约权限、条约形式／名

称、条约的国内解释主体等事项的规定。根据中国

《缔结条约程序法》，不同的缔约／批准／审查权限由

不同的机构或个人所享有。从条约对中国的效力角

度来说，由中国的哪个国家机构／个人依据中国法律

来签订／缔结／批准／核准条约，并非其他缔约方需要

特别关注的事项，因为他们都是代表中国来谈判、缔

结条约的。但从中国国内法层面来说，《缔结条约

程序法》的相关条款，意味着条约缔结、解释权力在

不同国内机构间的配置。条约解释的主体、解释的

效力会影响到条约解释的分类。李浩培曾据此分别

界定了官方解释和有权解释的含义：“官方解释是

条约当事国或其授权的国家机关所作出的对于条约

的解释。……必须条约当事国全体同意的解释才是

有权解释。……有权解释是指一个条约的全体缔约

国对该条约的解释，所以如果该条约是双边的，应是

缔约双方对它的解释，如果是多边的，应是该多边条

约的全体缔约国，毫无例外，对它作出的解释。国际

司法或仲裁机关根据当事国共同同意而作出的解

释，也是有权解释。”［８］“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ａｌ）解释和国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解释过程都会与 ＷＴＯ争端解决过程和

《ＷＴＯ协定》的实施间相互影响。一旦缔结了国际

协定，就必须在国际层面对之进行解释并涉及到国

内立法，并以该方式实施。由于同样原因，为得到实

施，必须在国内层面解释国际协定。”［４］因此，《ＷＴＯ

协定》的解释涉及国内解释主体和翻译问题。

（一）条约的国内解释与立法活动

国家通过宪法规定对条约的实施主要有两个方

法：直接适用和转化。后者是指国内立法机关直接

援用条约原文或将其转变成立法条款而赋予条约以

国内法效力。与国内立法有关的事项在 ＷＴＯ中被

认为是事实问题，对事实的确定会受制于与翻译有

关的某些不确定性。

条约的国内解释往往须遵守关于法律解释的国

内法原则和规则。在直接适用条约的一些国家，在同

意成为条约缔约国时向立法机构或其他机构提交的

材料中常包括对条约义务的解释性备忘录或其他指

南，在源于对条约含义分歧而对条约的解释过程中，

有时会提及该指南。“因此，解释履行ＷＴＯ承诺的国

内立法之目的解释方法可能不一定与ＷＴＯ争端解决

机制层面上对ＷＴＯ义务的严格解释相一致。为了在

国内解释中既不出现对ＷＴＯ义务的扩大解释，也不

出现与国际承诺不一致的解释，需要使国内对 ＷＴＯ

层面上解释ＷＴＯ诸协定的方法的认识保持一致。”［４］

在ＷＴＯ争端中，国内有权解释成为案件事实。

因此，国内立法机关应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做好条

约国内解释工作。如果成员域内法规定被其他成员

视为不符ＷＴＯ协定，就可能涉诉，如２０００年“加拿

大—药品专利保护案”（ＷＴ／ＤＳ１１４／Ｒ）中，欧共体

对《加拿大专利法》第５５．２条的合 ＴＲＩＰＳ性提出申

诉。条约国内解释应与缔约方在约文中体现的共同

意图一致，对条约任意、非善意甚至扭曲的解释是对

“有约必守原则”的违反［９］。“并不存在普遍可适用

的制度，每个国家的（条约国内解释）程序受其宪法

和法律制度的支配。尽管如此，单边解释必须诚实

反映缔约方间协定下义务。国内法中的缺陷并不构

成缔约方违反条约义务的抗辩。”［２］ＶＣＬＴ第２６、２７

条对此有明确规定。在确定国内法与《ＷＴＯ协定》

相符性方面，“印度专利案”的上诉机构认为，为此

目的的国内法律是一个事实问题：“在国际公法中，

国际裁决机构可能会以几种方式来看待国内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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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法可起到对事实的证据作用，并提供国家实践的

证据。尽管如此，国内法也可构成与国际义务相符

或不相符的证据。”因此，作为中国法定条约解释主

体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转化方式解释条约时，其

所制定的国内法是对条约的国内理解和解释，具有

一定国际法意义。

（二）条约的国内解释与政府措施

尽管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都会涉及条约解释，

但政府最经常会涉及条约解释，因为政府是条约谈

判的主要机构。尽管通常会受到最高权力机关的制

约，但是处理对外各领域的国际关系是政府的重要

职能。条约的谈判、缔结和实施中，政府及其官员都

必须要解释条约。不同宪法安排下政府实施条约的

方法存在差异。条约往往需要借助国内法措施来有

效实施，因此，国内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在履行各自

职能时都会涉及条约解释［２］。

作为条约的国内解释之表现形式的国内行政

法，对条约的理解／解释是准确性与模糊性并存。产

生该模糊性或错误理解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的利益

导向，也会与条约的国内翻译和解释难题有关。当

然，国内行政机关对条约的解释与实施并非总是界

限如此清晰。中国政府在 ＷＴＯ中作为申诉方／被

申诉方／第三方涉诉，相关权利主张往往体现了在国

内层面上对条约的解释和理解———无论是通过国内

行政法形式，还是通过在争端解决过程中对条约含

义或国内法合法性的解释与论证。“申诉方对争端

解决机制的启动反映了一缔约方对《ＷＴＯ协定》解

释的看法是如何相异于另一方的看法；当条约的一

缔约方作为被告参与了争端，则反映了一成员方对

被规定在其国内法中的《ＷＴＯ协定》的最初解释；

通常作为第三方参与争端的成员往往会涉及对

《ＷＴＯ协定》解释过程的参与，该国国内对诸体系

问题的关注［４］。ＷＴＯ成员以不同身份（申诉方、被

申诉方、第三方）参与争端解决，往往会从追求胜诉

的策略性目的解释《ＷＴＯ协定》和本国国内法。可

以说，国家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对同一条约条款

用语的含义的理解／解释会发生变化。

条约的国内解释也受制于条约为其国内解释留

下的可以以不同方式实施、解释的自由裁量空间。

例如，ＴＲＩＰＳ第１．１条表明其关注的是各成员保护

知识产权的水平而非方式，因此，各成员在其国内法

律体系中拥有了实施该协议更为灵活、广泛的立法、

司法、法律解释空间。就 ＷＴＯ法而言，通过条约的

国内解释，使国内贸易政策目标尽量得以实现。同

样，在国际争端解决机构中，国家也拥有解释其国内

法的自由裁量空间。ＴＲＩＰＳ第１条体现了国际法与

国内法间的相互协作／制约关系。在“美国—１９７４

年贸易法第３０１３１０节案”中，专家组认为，当根据

《ＷＴＯ协定》第２６．４条对国内法与 ＷＴＯ义务的一

致性进行评估时，必须考虑诸成员法律制度中范围

广泛的多样性。在不同法律制度中，可以不同方式

保证相符性。有价值的是最终结果，而非获得最终

结果的方式。只有通过理解和尊重每个成员的法律

制度的方法，才能确立对相符性的准确评估。即使

授予政府机构具体权力的制定法用语可能在表面上

与ＷＴＯ规则相符，但该负责机构在其被授予的自

由裁量权限内可能会采取与 ＷＴＯ义务不符的国内

标准或行政程序，结果使全部法律违反了 ＷＴＯ法。

相反情形可能同样正确：尽管制定法用语可能构成

表面不一致，但在对该相同法律的其他行政的或机

构的因素审查后，可以合法解除该不一致性。

（三）国内司法机构的条约解释

由于不同国内司法机构对条约的直接／间接适

用的结果并非仅有国内法意义，国内不同司法机构

的相关判决可能被作为证据适用于 ＷＴＯ争端程序

中，因此，探讨国内司法机构的条约解释问题具有重

要意义。

法院对条约的适用会涉及条约国内解释主体问

题，且国内外的（准）司法机构在解释条约时的考量

和要求存在差异，其解释的效力也存在差异。对国

内法院作出的不同、存在冲突的条约解释，国际争端

裁决机构会面临选择问题。“１９１６年美国反倾销法

案”的专家组提及国际法院做法，并引用了“巴西贷

款案”［２］。由此可从诸多渠道确定条约在一国国内

的解释问题。“关于在国内体系中如何解释 ＷＴＯ

诸协定和这些协定应该被怎样解释的真正的国内观

点可以从下列一系列来源得以被发现，这些来源包

括：１．在加入谈判或多边谈判期间作出的声明或采

取的立场；２．作为当事方或第三方在 ＷＴＯ中的诉

讼期间采取的立场；３．在 ＷＴＯ的不同机构中采取

的主张；４．对违反《ＷＴＯ协定》的指控的官方回应；

５．在贸易政策审查机制中，成员方自己以及作为对

其他成员审核的回应而作出的声明；６．关于国内贸

易政策和实践的官方声明；７．国内的对外贸易机制。

影响上述观点形成的因素包括一般性的经济导向和

国内历史和政治背景。”［４］这需要在国内法律框架

下来理解国内措施。然而，在国内措施中对 ＷＴＯ

协定中术语的使用并不能保证这些术语的含义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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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此外，孤立地看待国内措施，而不考虑它是如

何在国内制度中被解释和实施，这违反了《关于争

端解决的规则和程序的谅解》第１１条规定的专家

组应客观评估案件事实。因此，必须根据其历史、文

化、法律和经济背景来考虑国内措施，正如国内法院

通常会考虑该背景一样，条约的国内解释与国际解

释间存在内在的关联性。

三、国际（准）司法机构的相关实践

　　条约解释是争端裁决机构准确适用国际法的一

个重要环节。尽管包括ＷＴＯ、ＩＣＪ在内的国际（准）司

法机构的判例理论上并无普遍的约束力，但鉴于其广

泛而重要的影响力，其许多判例早已超越个案的影响

和意义。对于条约解释争端，作为缔约方的国家间可

直接协商解决，也可经其共同同意的第三方裁决。

在大多数国内制度中，并不能直接适用《ＷＴＯ

协定》，使得国内解释具有 ＷＴＯ的法理基础。包括

《ＷＴＯ协定》在内的条约中规定的各种例外在一定

条件下为条约的国内解释提供了自由，尤其在条约

对某些具体问题没有作出具体、明确规定的时候，更

是如此，且易导致争端。ＤＳＵ第３．２条仅规定了解

释《ＷＴＯ协定》应遵循的规则，第９条仅规定成员方

有“寻求对一适用协定规定的权威性解释的权利”，

都未明确有权解释的主体范围。

在国际层面上，尽管尚无系统的结构性方法来

适用 ＶＣＬＴ中的条约解释规则，但国际法院、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构等作出的许多判例已揭示了特定解释

要素的价值。

ＷＴＯ成员方对《ＷＴＯ协定》的国内解释反映了

其对相关协定条款的理解，是对协定中模糊条款、漏

洞的澄清与填补，是形成“嗣后惯例”的国家一致性

行为的组成部分。如果成员方的域内法规定被其他

成员视为对ＷＴＯ协定下义务的不符，就可能涉诉，

例如，“中国稀土案”２０１４年专家组报告涉及中国的

《进出口关税条例》、《２０１２年关税实施方案》（海关

总署公告２０１１年第７７号）等法规；在 ＷＴＯ争端解

决机制中，申诉方和被申诉方都会竭力论证本方诉

求的合法性，其中就包括了本方对相关条约／协定条

款的解释以及对国际（准）司法机构判例的援引；

ＷＴＯ专家组／上诉机构在其报告中往往会对争端各

方对相关条约条款含义的解释之分析论证进行评

析，并得出自己对该条款含义的理解和解析；如果

ＷＴＯ的裁决生效，被指控国内法违反 ＷＴＯ协定下

义务的成员方就需要修改／完善其域内法的相关规

定，使之与其条约义务一致。条约的国内解释应与

条约的缔约方在约文中体现的共同意图一致，对条

约的任意的、非善意的甚至扭曲的解释是对“有约

必守原则”的违反。“并不存在普遍可适用的制度，

每个国家的（条约国内解释）程序受其宪法和和法

律制度的支配。尽管如此，单边的解释必须诚实地

反映了缔约方之间的协定下义务。国内法中的缺陷

并不构成缔约方违反条约义务的抗辩。”［２］ＶＣＬＴ第

２６、２７条对此有明确规定。

对《ＷＴＯ协定》的有权解释问题，该协定第９．２

条规定：“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对本协议和多边贸

易协议具有专属的解释权。”“这表明解释条约的权

力不会隐含着或者不经意地存在别处。此外，ＤＳＢ

通过专家组报告，与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解释条约，

两者是不同的。例如，ＤＳＵ第３条第９款规定：本谅

解的规定不影响成员根据《ＷＴＯ协定》的决策程序

寻求对协定条款进行权威解释的权利。上诉机构还

指出，《国际法院规约》第５９条也有类似规定：‘法

院之裁判除对于当事国及本案外，无拘束力。’但这

并没有妨碍该法院发展出一套先例，并且这些先例

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引用’和‘遵循’除了

名义上的区别之外，事实上是很难区分的。事实上，

ＷＴＯ是‘遵循先例’的。在‘日本酒精饮料案 ＩＩ’

中，在论及ＧＡＴＴ专家组报告的效力时，上诉机构认

为，ＧＡＴＴ缔约方全体通过了专家组报告，并不意味

着该报告对相关规定就构成了最终解释（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ＷＴＯ成立之后，情况尤为如此。”［９］

四、翻译与条约的国内解释

　　ＶＣＬＴ第３３条规定了“以两种以上文字认证之

条约之解释”，但该条仅与国际协定有关。《ＷＴＯ协

定》第１６条规定：“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各有一文

本，每个文本均有同等效力。”这似乎间接规定了

ＷＴＯ的３种工作语言———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

这在“韩国商船案”的专家组报告（ＷＴ／ＤＳ２７３／Ｒ，

ｐａｒａ２４）中得到了证实。ＤＳＵ也并未就应当如何解决

对国内翻译中存在的冲突问题提供指导措施。ＤＳＵ

第１３条规定了专家组“寻求信息的权利”，国内法

律／措施作为事实问题，与之相关的翻译问题当然可

借助于语言专家了，专家组当然会自主决定是否采取

所指定的（语言）专家的意见。对此，“日本胶卷案”

的专家组似乎已发展出处理国内措施的正确翻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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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意见分歧的程序（ＷＴ／ＤＳ４４／Ｒ，ｐａｒａ１．９）。

在国际争端中，对条约用语或 ＷＴＯ成员方国

内措施的翻译方面的分歧，与其说是翻译学问题，不

如说是该翻译或解释涉及能否为当事方的诉求提供

支持的问题。因此，对翻译存在的分歧之实质很可

能就是条约解释方面的分歧。例如，在“巴西影响

干可可措施案”专家组报告中，“曾提及在专家组与

诸当事方首次见面的第二天，巴西向专家组提交了

一份两页的文件，载明了对‘Ｉｎ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Ｏｒｄｉ

ｎａｎｃｅＮｏ．１１和 ＤＴ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００６／９５’翻译的矫正。

巴西表明最初译本并不能恰当反映出葡萄牙语言的

本义。菲律宾认为专家组在较晚日期接受经修正的

译本对菲律宾不公平。”“当事方对国内措施的正确

翻译存在不同看法所引发的解释问题，已有不同

ＷＴＯ案例。这些问题的大多数似乎已发生在专家组

层面，这可能是因为，在ＷＴＯ中，涉及国内措施的问

题通常是事实问题，而仅能向上诉机构就法律问题提

起上诉。如果国内法院能引用ＷＴＯ诸协定，则翻译

方面的差异在理论上说也可能会在国内层面发生。

这些差异大多会与翻译成国内语言有关或与实施

《ＷＴＯ协定》的国内立法有关。从比较视角研究已出

现的任何差异的形式和这些差异如何被消除，非常有

价值。尽管如此，该活动会面临语言技能的挑战，需

要这些技能来积累数据和比较研究。”［４］

在对条约的翻译、国内司法机构对条约的解读、

国内立法对条约的转化、在国内层面上对国际法的

解释以及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中，可发现对包括

《ＷＴＯ协定》在内的国际法的解释。“正如国内贸

易立法影响国际贸易一样，翻译国内贸易立法涉及

对《ＷＴＯ协定》的实施。”［４］缔约方对条约的国内实

施不仅是通过国内立法方式的实施，还通过将条约

翻译成本国官方语言方式来实施。翻译条约的过程

也是解释条约的过程。将条约翻译为并非 ＷＴＯ等

国际组织的官方语言的文种或将国内法翻译为外

文，其背景都是对该条约的理解和国内法律制度中

对国际条约义务的通常理解。要达到对条约内容的

适当理解，除须具备良好的语言水平，还需其他相关

材料促成对条约的恰当理解，这些材料可能包括条

约的谈判历史、草案及修订情况、国际争端裁决机构

的相关判例、学界研究成果等。“在该方面，国内官

方的翻译是相关的。尽管如此，在国际层面上，该翻

译文本并不会改变或取代一 ＷＴＯ成员的义务。”［４］

这是因为条约是所有缔约国意志的协调，在整体上

体现了其共同意思，单方或部分缔约国对条约的解

释一般来说对其他缔约国无法律效力。一些条约本

身会明确规定条约解释的有权机构。

除了在信息透明、准确方面有重要作用外，翻译

工作在信息收集方面，以及对政府决策和执行部门

而言都有积极作用：“如果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裁

决在日本和中国未被分别翻译成日语和中文以供其

政府机构使用，则这些机构对 ＷＴＯ诸协定的认知

将是不全面的。”［４］鉴于翻译在条约解释和国际诉

讼中的重要性，“大多数 ＷＴＯ法理都指向了解释的

差异，表达翻译方面的差异，本质上是《ＷＴＯ协定》

背景下的国内措施解释方面的差异。”［４］翻译意味

着对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精通，条约翻译意味着

对公共英语和专业英语的高水平掌握；否则，在条约

的谈判、缔结、实施、国内解释中，会因语言水平而产

生问题。“中国入世谈判经历了１５年多，现在回过

头来看，当初签订的一些文件中确实存在不少谈判

者自己都不一定弄清楚其确切含义的措辞。……有

些则可能受到语言的影响。”［４］

在包括 ＷＴＯ体系在内的国际法层面，可能会

因翻译产生许多涉及国内立法的规范冲突问题。第

一，如果对国内措施的翻译与成员方提供的与其自

己的国内法翻译不同，该新翻译会产生自动修订国

内立法的结果吗？当裁决涉及国内措施与 ＷＴＯ法

相符性背景下对《ＷＴＯ协定》的解释时，这与一

ＷＴＯ专家组／上诉机构的裁决在国内体系中的地位

问题不同。如果根据该新译本，国内立法并未被修

订，则该成员并未遵守其 ＷＴＯ义务。而且，该译本

的修订在其国内法律制度中的地位通常依赖于其关

于国际义务的国内宪法。第二，如果成员以ＷＴＯ工

作语言翻译其自己的立法与其国内立法不同时，情形

会怎样？在该情形下，在ＷＴＯ层面上，是该成员自己

介绍对其立法的变更；在国内法律制度层面，这两个

立法版本哪一个优先？作为国内法事项，这必须依赖

于该国内宪法。作为国际法事项，该情形或许相当于

错误（ｍｉ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如果该译本与 ＷＴＯ一致，

且该成员在其国内制度中继续使用未被翻译的文本，

可能就违反了其ＷＴＯ义务［４］。该译本的结果是对国

内立法的实质性变更。在“韩国影响政府采购措施

案”中，韩国将其１９８９年版本的《政府组织法》第２．３

条的 标 题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ｌｉｎｅａ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ｏｒｇａｎｓ”翻译成修订了原文的

“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ｙｏｒｇａｎｓ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专家组认为这两个短语含义不同，并认为对韩文原文

的翻译可能增加了该问题的某种模糊性。

０８

冯寿波：《ＷＴＯ协定》国内解释主体



五、结语

　　法律解释与制定、修改法律不同，因此，有必要

划清法律解释同法律制定、修改间界限。否则，法律

解释“使立法的严肃性受损害。最高司法机关的法

律解释同法律修改和补充混同起来，就直接侵犯了

立法权，堕入违法以至违宪的境地。”［３］国家法律还

应明确国务院及其部委的法律解释权限、程序及效

力：“《立法法》虽然是规定国家的立法制度，但也需

要确立‘各制定机关对其制定的法规性文件的解释

是立法解释，立法解释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规性文

件具有同等效力。’严格将司法解释限制在‘个案’

上，其他解释权力可以由两高提出议案，由全国人大

常委会来进行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限于

其个案的范围。行政解释只对行政机关的行为有约

束力，不能对司法机关产生约束力。司法解释不能侵

越立法权。建立与《立法法》、《监督法》规定相一致

的司法解释的备案审查制度。”［１０］“最高人民法院不

时地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有关部委等联合发布

司法解释，进一步损害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权

威。”［１１］目前，尚不清楚上述机构的条约解释间存在

冲突的解决途径。“行政机关的解释可以对法院适用

条约具有参考价值，也可以具有决定性意义。”［１２］应

当修订《缔结条约程序法》中的条约解释条款，明确

条约的国内解释主体、程序、条约翻译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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